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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石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是探讨

“夷夏东西”这一经典问题的核心所在，历

来备受考古学界与历史学界的关注。自二里

头文化确认以来，二里头文化区内屡有岳石

文化因素出现，相关的梳理与分析亦不在少

数。然而，当前针对二里头文化区内岳石文

化因素遗存的研究多集中于器物辨识、年代

划分和传播路线等方面［1］，对于器物背后的

遗迹属性与特征关注较少，这就导致对两文

化所代表人群之间的互动历程和机制研究仍

显不足。

近来，我们在重新梳理中原地区岳石文

化因素遗存的过程中，于二里头遗址及其周边

区域辨识出了一批随葬岳石文化因素器物的墓

葬（以下简称“岳石文化因素墓葬”）。二里

头文化时期，岳石文化分布范围广泛，最盛时

期“包括了山东全省、苏北、皖北、豫东、冀

东南以及辽东半岛南部”［2］，仅核心区的海

岱地区发现遗址数量就达300处［3］。然而，

在如此广阔的分布区内，性质明确且属于岳

石文化人群的墓葬却屈指可数，经初步统计

仅有16座［4］。相比之下，我们在二里头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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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岳石文化因素墓葬的时空分布特征表明，岳石文化人群虽然存在一定聚居倾向，但总体上与二里头文化人

群杂居共处。两文化人群在漫长的时间内，经历了从接触、融合、疏离到对抗的动态历程。二里头文化墓葬与岳石文化

因素墓葬各项特征的比较研究显示，在二里头遗址部分岳石文化人群在二里头王国可获得较高的政治经济地位，对二里

头文化的礼制观念有着强烈的认同感。这一认识为考古学探讨“夷夏东西”格局的形成过程与互动机制提供了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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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atio-temporal analysis of burials associated with the Yueshi Culture indicates that, although population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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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及其周边区域却发现了20座岳石文化因素

墓葬，数量已然不少。鉴于墓葬在反映族群

身份、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独特优

势，这批材料无疑为深入探讨上述问题提供

了新的契机。

一、岳石文化因素墓葬的发现与辨识

岳石文化陶器质地可分为夹砂和泥质

两类，陶胎普遍较厚，但不同质地的陶器在

制法、颜色和器类等方面存在差异。夹砂陶

常用泥条盘筑而成，陶色以不纯正的褐色为

主，颜色斑驳，灰陶较少，常见器形有大口

罐、中口罐、深腹罐、甗和鼎等炊具及少数

盛器。泥质陶以灰陶为主，黑皮陶亦较多，

常见平底尊、子母口罐、盆、豆和盒等盛器

及器盖。岳石文化陶器表面以素面为主，篦

刮纹、附加堆纹、凸棱纹和绳纹较为常见，

方格纹、卷云纹等出现频率较低，豆、尊形

器和器盖等器物表面偶有彩绘。在器物造型

上，岳石文化陶器盛行敛口、子母口、叠

唇、假圈足及器底周缘外凸等特征［5］。二里

头遗址及其周边区域岳石文化因素墓葬的辨

识，主要依靠的便是岳石文化陶器这些鲜明

的特征。

（一）二里头遗址的岳石文化因素墓葬

二里头遗址作为二里头王国的都邑所

在，面积广大，不仅是中原地区发现岳石文

化因素遗物最多的遗址［6］，也是目前发现岳

石文化因素墓葬数量最多的遗址。既往的发

掘工作将二里头遗址分为多个小区［7］，下面

按照分区对墓葬中出土岳石文化因素器物进

行介绍。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撰写过程中

对部分实物原件进行了核校，相关器物描述

与原考古报告、简报及图录中的记载有差异

者均在注释中标明。

1. Ⅳ区

1984YLⅣM72，出土陶爵、白陶鬶、

高领尊、三足皿、盆、平底盆、刻槽盆和

中口罐各1件，以及2件陶豆和3件陶觚［8］。

其中，陶中口罐和爵具有岳石文化风格。陶

中口罐（M72∶13），夹砂红褐陶。侈口，

束颈，弧腹，小平底，器表饰篦刮纹，口

径10.5、高11.8厘米［9］。（图一，1）陶爵

（M72∶2），夹细砂灰褐陶［10］，侈口，管

状流，扁圆腹微束，三角形尾，底微外凸，

细长圆锥足外撇，宽带状鋬，尾部顶端附加

小泥条装饰，鋬表面饰刻划纹，器表遍布篦

刮纹，高20.5厘米［11］。

1984YLⅣM93，详细信息未发表，目前

仅知随葬品有陶子母口罐［12］、深腹盆和爵各

1件。其中，陶子母口罐和爵具有岳石文化风

格。陶子母口罐（M93∶1），泥质磨光灰褐

陶，子母口，圆唇，束颈，鼓腹，平底，素

面，口径11.5、高12.6厘米［13］。（图一，2）

至于陶爵，经笔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核对原件，确认其为夹砂

红褐陶，器表饰篦刮纹及不规整的横向刻划

纹。

2.Ⅴ区

Ⅱ·ⅤM54，随葬品有陶爵、圆腹罐、折

沿盆、深盘豆、觚、平底盆、器盖、钵、小高

领罐和残石器各1件。其中，陶爵具有岳石文

化风格。陶爵（M54∶7），泥质红褐陶。侈

口，扁圆腹微束，三角形流尾，底微外凸，细

长圆锥足外撇，宽带状鋬。腹上部附加泥条

一周，近底处和器耳饰刻划纹，尾加梅花形

泥饼，腹部有明显篦刮纹，口径10、高19.6厘

米［14］。（图二，1）

Ⅱ·ⅤM57，随葬品有陶三足皿、平底

盆、圆腹罐、鬶、矮领尊、长颈壶各1件，

以及陶豆、鼎各2件。其中，陶鬶具有岳石文

化风格。陶鬶（M57∶8），上部残，夹砂褐

陶，薄胎，深裆，三袋足，圆锥形实足跟，足

上装饰细线纹，足尖有明显篦刮痕迹，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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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厘米［15］。（图

一，3）该器与1982

年Ⅸ区公布的1件完

整的岳石文化风格陶

鬶（H12∶2）的下

半部完全一样，可资

对比［16］。（图一，

4）

2001ⅤM1，墓中

可能存在棺，并铺撒

朱砂。随葬品有陶平

底盆、鼎各3件，陶

盉、爵和圆陶片（漆

觚）各2件，陶盆、

豆、尊和壶各1件，

玉柄形器1件及漆器1

件。其中，陶爵具有

岳石文化风格。陶爵

（M1∶8），夹细砂灰褐陶，局部灰黑色，侈

口，扁圆腹微束，底微下鼓，带状鋬，三锥

状足微外撇，流两侧有对称小泥饼，尾端有

压印纹的泥条，上腹部饰一周凸棱纹，下腹

部饰数周凹弦纹，三足上有明显的篦刮痕，

流尾间距10.9、高16.9厘米［17］。（图二，2）

2010ⅤM9，随葬品有陶甗、捏口罐、小

口罐各1件。其中，陶甗具有岳石文化风格。

陶甗（M9∶1），底残，夹砂红褐陶，侈口，

圆唇，束颈，圆肩，深腹斜收，器表遍布篦

刮纹，复原口径23.4、残高22.6、厚0.4～1

厘米［18］。（图一，5）

1963ⅤM202，墓葬填土出土1件岳石文

化因素陶大口罐，保存完整，推测可能是埋

葬过程中有意放置的。陶大口罐（M202填

土∶01），夹砂红褐陶，侈口，圆唇，高领，

上腹微鼓，下腹斜收，平底微内凹，下腹部

遍布篦刮纹，口径12.5、高12.4厘米［19］。

（图一，6）

3.Ⅵ区

1987ⅥM43，随葬品有陶圆腹罐、平底

盆、爵、三足皿各1件及陶觚2件。其中，陶

爵具有岳石文化风格。陶爵（M43∶3），夹

细砂棕褐陶，流、尾较短，腹部横切面为椭圆

形，平底，圆锥状足，扁带状鋬，流部口沿处

有锯齿状附加堆纹，颈部及下腹部各饰一周

凸棱纹，鋬面饰刻划纹，残高16.5厘米［20］。

（图二，3）

1987ⅥM49，随葬品有陶圆腹罐、折沿

盆、三足皿、豆、鬶、爵、觚各1件，以及漆

器、骨针各1件。其中，陶爵具有岳石文化因

素。陶爵（M49∶3），夹细砂棕褐陶，管状

流，马鞍状口，细腰，凸底，扁带状鋬，圆

锥状足微外撇，侧装宽扁带状鋬，口沿的前

后吻尖加厚，左右各饰一枚小泥饼，腹、鋬

饰刻划纹，通高18.8厘米［21］。（图二，4）

1987ⅥM20，墓葬中铺撒朱砂。随葬品

有陶圆腹罐、簋、卷沿盆、小口尊各1件，陶

图一  二里头遗址墓葬及相关遗迹出土岳石文化因素陶器
1. 中口罐（1984YLⅣM72∶13）  2. 子母口罐（1984YLⅣM93∶1）  3、4. 鬶（Ⅱ·ⅤM57∶8、

1982ⅨH12∶2）  5. 甗（2010ⅤM9∶1）  6. 大口罐（1963ⅤM202填土∶01） 
7. 簋（1987ⅥM20∶2）  8. 罐形鼎（ⅥM7∶3）  9. 三足盘（1982ⅨM20∶5） 

10、11. 小杯（1982ⅨM8∶2、3）  12. 单耳杯（1982ⅨM12∶2）
（比例不一）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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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2件。其中，陶簋具有岳石文化风格。陶簋

（M20∶2），泥质磨光灰褐陶。敛口，子母

口，广肩，平底，喇叭状圈足。口径13.7、高

17.6厘米［22］。（图一，7）

ⅥM7，墓底铺有朱砂，且有木棺板灰痕

迹。随葬品有陶盉、卷沿盆、罐形鼎、矮领

瓮、爵各1件。其中，陶罐形鼎具有岳石文

化风格。陶罐形鼎（M7∶3），夹砂褐陶，

器表呈黑褐色，口微侈，口沿一侧有环形

单耳，束颈，小折肩，深圆腹，平底，锥形

足，素面，口径9.6、高14.1厘米［23］。（图

一，8）

ⅥKM6，被破坏，详细信息不明，墓中

仅残留一件完整的陶爵。陶爵（M6上∶3），

夹细砂红褐陶，侈口，短尾，尾部装饰两

块小泥饼，束腰，圜底，麻花状鋬，圆锥

形足微外撇，器表饰模糊的篦刮纹，通高

15.9厘米［24］。（图二，5）

4. Ⅸ区

1982ⅨM20，随葬品有陶爵、鬶、尊、

三足盘、圆陶片（漆觚）和绿松石饰各1

件，陶圆腹罐、豆、盆各2件。其中，陶

三足盘和爵具有岳石文化风格。陶三足盘

（M20∶5），泥质磨光黑陶，口沿上折，

方唇，深腹微鼓，足较矮，器型较小，口

径7.8、通高7.4厘米［25］。（图一，9）陶爵

（M20∶10），夹细砂红褐陶，侈口，三角形

尾较高，管状流，扁圆腹微束，平底，圆锥

状足外撇，器身与鋬面饰刻划纹，流尾间距

8、通高16.2厘米。（图二，6）

1982ⅨM8，随葬品有陶爵、盉、三足

皿、圆陶片（漆觚）和石柄形器各1件，陶

豆、小杯2件。其中，陶小杯具有岳石文化风

格。陶小杯（M8∶2），夹细砂棕陶，敞口，

尖圆唇，斜弧腹，平底，素面，口径10.9、高

7.8厘米。（图一，10）陶小杯（M8∶3），

图二  二里头遗址及其周边区域墓葬出土岳石文化因素陶爵
1. 二里头Ⅱ·ⅤM54∶7  2. 二里头2001ⅤM1∶8  3. 二里头1987ⅥM43∶3  4. 二里头1987ⅥM49∶3

5. 二里头ⅥKM6上：3  6. 二里头1982ⅨM20∶10  7. 偃师商城M26∶5
（比例不一）

1 2 3

5 6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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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细砂棕陶，敞口，略出小平沿，尖圆唇，

斜腹，平底，素面，口径9.4、高8厘米［26］。

（图一，11）

1982ⅨM12，墓中铺撒朱砂。随葬品有

陶觚、单耳杯、圆腹罐、卷沿盆各1件。其

中，陶单耳杯具有岳石文化风格。陶单耳杯

（M12∶2），泥质灰陶，侈口，尖圆唇，束

颈，鼓腹，单桥形鋬，假圈足，略经磨光，

口径11.9、通高11.6厘米［27］。（图一，12）

（二）其他遗址的岳石文化因素墓葬

偃师商城遗址M26，随葬品有陶平底盆、

三足皿、高领尊、鬶、爵、器盖各1件，以及

陶圆腹罐、觚各2件，墓底东北部还发现一具

动物骨骼。其中，陶爵具有岳石文化风格。

陶爵（M26∶5），泥质红褐陶，侈口，扁圆

腹微束，底微外鼓，圆锥状矮足微外撇，侧

装宽扁带状鋬，腹外壁与鋬表面见刻划细线

几何纹，下腹饰四周细线刻划纹，流尾间距

12.1、残高20.2厘米［28］。（图二，7）

伊川南寨遗址M32，随葬品有陶簋、爵、

盂、圆腹罐、圆陶片（漆觚）各1件。其中，

陶簋具有岳石文化风格。陶簋（M32∶3），

泥质磨光灰陶，敛口，圆唇，圆鼓腹，圜

底，喇叭形圈足，口下饰两周深凹弦纹，圈

足上饰4个对称的圆形镂孔。口径14、足径

12.8、高16厘米［29］。（图三，1）

伊川南寨遗址M25，随葬陶爵、簋、平

底盆各1件。其中，陶簋具有岳石文化风格。

陶簋（M25∶2），泥质磨光黑陶，敛口，

圆唇，溜肩，上腹近直，下腹斜收，平底，

喇叭状圈足较矮，肩下部饰一周浅凹弦纹，

下腹部及底部饰浅斜篮纹，口径16.8、底径

17.4、高15.1厘米［30］。（图三，2）

洛阳东马沟遗址M8，随葬品有陶盆、鬶

各2件（包含1件白陶鬶），以及陶簋、罐各

1件。其中，陶簋具有岳石文化风格。陶簋

（M8∶6），泥质灰陶，敛口，方唇，深腹微

鼓，平底，矮圈足，腹及圈足饰弦纹，圈足

上饰4个对称的圆形镂孔，表面磨光呈黑色，

口径19、高15厘米［31］。（图三，3）

稍柴遗址M10，随葬品有陶三足器、豆各

1件。其中，陶三足器具有岳石文化因素。陶

三足器（M10∶1），泥质磨光黑陶，敛口，

圆唇，平底，鼓腹，下附瓦状足，器表上饰

一周按压纹，口径17、残高11厘米［32］。

二、岳石文化因素器物及墓葬的特征

二里头遗址及周边墓葬中出土的岳石文

化因素陶器虽总体数量不多，但仍可大体划

分为三类。

第一类器物为典型的岳石文化陶器，这类

器物可在豫东及海岱地区的岳石文化中找到原

型，包括甗［33］、中口罐［34］、大口罐［35］、

子母口罐［36］和小杯［37］。（图四，1～4、

12）

第二类器物在典型岳石文化器物形制特

征的基础上改造而成，但在岳石文化分布区

内不见对应器物，包括簋、单把杯、三足盘

和罐形鼎。簋上半部的形制特征与岳石文化

中的平底钵［38］较为相似，（图四，5、6）只

是在其基础上添加了岳石文化圈足尊［39］的圈

足。（图四，8、9）单把杯除附加单鋬外，

整体形制与岳石文化中最为常见的平底尊［40］

较为接近，（图四，10）尤其器底的假圈足更

是与平底尊如出一辙。三足盘的原型应是岳

石文化中的三足罐［41］，（图四，7）只是口

部进行较大的改变。罐形鼎与二里头文化中

单耳罐形鼎有相似之处，（图五，1）但锥形

图三  二里头遗址周边区域出土岳石文化因素陶簋
1. 南寨M32∶3  2. 南寨M25∶2  3. 东马沟M8∶6

（比例不一）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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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子母口、素面的特征却源自典型的岳石文

化的鼎［42］，（图四，11）为两种文化融合的

产物。

最后还有与二里头文化中常见器形形制

上十分接近，但在陶质、陶色及装饰风格上

与岳石文化器物有着密切联系的器物，其中

爵占比最高，也包括少量鬶。以爵为例，具

有岳石文化特征的爵器壁较厚，陶色则是以

氧化气氛下形成的红褐色、黄褐色和棕褐色

为主，器壁内外大多保留岳石文化器物中常

见的篦刮纹或凸棱纹。（图六，1、2、4）此

外，二里头文化中的爵、盉、鬶等陶礼器的

器表多饰由刻划细线组成的几何纹［43］，（图

五，2、3）岳石文化因素的陶爵中也可见到类

似装饰。然而，前者刻划的线条细密、锐利、

规整，而后者的线条通常较粗，间距较大，且

弯曲不直，显得很不熟练或较为随意，存在明

显的模仿痕迹。（图六，3、4）

综上可知，墓葬所见岳石文化因素器物

的构成较为复杂，应是基于特定目的或不同

社会情境下的产物。

二里头遗址及其周边发现岳石文化因素

墓葬20座。（表一）另外，二里头遗址尚有

多座出土有岳石文化因素器物的墓葬尚未公

布。因此，岳石文化因素墓葬总数应在20座

以上。二里头遗址的岳石文化因素墓葬分布

较广，遗址的Ⅳ区、Ⅴ区、Ⅵ区和Ⅸ区皆有

分布。二里头遗址之外发现的岳石文化因素

墓葬仅有5座，都位于洛阳盆地，在空间上当

属于二里头王国可直接控制的王畿地区。

岳石文化因素墓葬年代从二里头文化一

期延续至四期。二里头文化一期墓葬2座，

均位于二里头遗址宫殿区所在的Ⅴ区。二里

头文化二期墓葬数量最多，共计12座，其

中二里头遗址Ⅳ区、Ⅴ区、Ⅵ区及Ⅸ区各2

座，偃师商城、南寨、东马沟、稍柴遗址各

发现1座。二里头文化三期墓葬3座，均位于

二里头遗址，2座位于Ⅵ区，1座位于Ⅸ区。

图四  岳石文化典型陶器示例
1. 甗（清凉山H43∶21）  2. 中口罐（尹家城T257⑦∶12）  3. 大口罐（尹家城H604∶5）  4. 子母口罐（尹家城T215⑦∶18）

5、6. 平底钵（尹家城H15∶3、尹家城H8∶23）  7. 三足罐（东岳石T116⑤∶58）  8、9. 圈足尊（东岳石G1①∶39、
尹家城H743∶1）  10. 平底尊（尹家城H437∶3）  11. 鼎（尹家城H750∶1）  12. 小杯（尹家H8∶16）

（比例不一）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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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四期墓葬3座，二里头遗址的Ⅴ

区与Ⅵ区各1座，南寨遗址1座。需要说明的

是，ⅥKM6是目前唯一一座出土岳石文化因

素陶爵的二里头文化四期墓葬，但由于该墓

曾被破坏，未见其他随葬品，其年代仍存在

疑问。如果考虑目前发现的其他岳石文化因

素陶爵年代均为二里头文化二期，也不排除

ⅥKM6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的可能性。

当前所见二里头遗址及周边的岳石文

化因素墓葬均为土

坑竖穴墓，墓葬方

向则全部为南、北

向。可辨头向的墓

葬中，墓主人头向

北者共8座，向南者

共6座，两者数量

差距不大。由于人

骨保存不佳，不少

墓主人的葬式不可

辨，但可辨识者均

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差异较大，较高等级

的墓葬随葬有陶器、漆器、玉器等多种材质

的器物，而等级较低者仅随葬一两件陶器。

少数墓葬可见到铺撒朱砂的现象及棺具痕迹。

李志鹏曾根据墓葬形制与规模，随葬品的数

量、种类和精美程度，以及有无设置葬具等因

素将二里头文化的墓葬分为五个等级［44］。参

考李氏的分级标准，二里头遗址及周边的岳

石文化因素墓葬可分为三个等级，其中处于

中上阶层的Ⅱ级墓（包括ⅡA和ⅡB级）共15

座，占绝对优势。最高等级的Ⅰ级墓仅1座，

属于平民阶层Ⅲ级墓2座，均占比较低。（见

表一）

三、岳石文化因素器物中的技术传统

与文化认同

二里头遗址及其周边区域墓葬出土的岳

石文化因素器物中，除一部分器物单纯在形

制上借鉴典型岳石文化器物外，更多的则是

利用岳石文化的制陶技术创造新的器形。技

术作为构建物质文化面貌最直接的因素，是

人群基于自身的社会文化与自然生态背景主动

做出选择的结果。技术于社会传统中获得，具

有继承性，一旦形成便很容易固化［45］。在此

基础上，技术选择理论认为除了器物群的风

格，技术也可以作为一种识别人群的文化符

图六  岳石文化因素陶爵装饰风格与制作技术示意图
1. 二里头1983YLⅣT25M33∶6  2. 二里头ⅥKM6上∶3 
3. 二里头1982ⅨM20∶10  4. 二里头Ⅱ·ⅤM54∶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供图）

图五  二里头文化陶器举例
1. 罐形鼎（二里头2001ⅤM1∶14）

2、3. 爵（二里头2001ⅤM1∶10、二里头2002ⅤM3∶24）
（比例不一）

1 2 3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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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帮助研究者解释文化交流、人群迁徙及

社会身份认同等一系列问题［46］。因此，从形

制与技术的双重视角来看，墓葬中这批岳石

文化因素器物应当是岳石文化工匠制作的，

而非二里头文化工匠的仿制。

二里头文化墓葬目前已发现500余座，墓

葬结构、墓向、葬式及随葬品等各方面特征

均较为鲜明。具体来说，二里头文化墓葬均

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向以南、北向占绝

大多数，东、西向墓葬极为少见。墓主人仰

身直肢葬占绝大多数，头向以北向为主，南

向次之。各等级墓葬在随葬品的丰富程度上

差异较大，等级较高的墓葬多铺撒朱砂并配

置棺具［47］。墓葬中陶质酒礼器的类别较为固

定，二里头文化一期的墓葬中觚、爵、盉和

鬶4种陶质酒礼器已经出现，二期在一期基础

上仅增加了角。角与爵形制接近，属于爵的

变体，两者之间具有可替代性。三期时，仅

鬶退出历史舞台，觚、爵、盉的组合拥有绝

对优势。四期的墓葬基本延续了三期时形成

的酒礼器制度，未见明显变化［48］。将前文岳

石文化因素墓葬的特征与之对比可知，其几

乎完全复制了二里头文化墓葬的规范。唯一

区别在于，这批岳石文化因素墓葬在普遍随

葬典型二里头文化器物的同时，极其一致地

坚持随葬一至两件由岳石文化工匠制作、风

格迥异且较为粗糙的岳石文化因素陶器。此

种器物组合上的选择性并非偶然，而是墓主

人对于岳石文化潜在认同的刻意表达。结合

出土背景与器物属性，墓主身份极有可能为

与二里头文化人群有着密切互动的岳石文化

人群。当然，我们并不排除二里头文化人群

基于某种动机获取他者器物并随葬的可能，

只是强调在当前的材料语境中，前一种解释

表一            二里头文化时期二里头遗址及周边岳石文化因素墓葬信息统计表              单位：米

序号 遗址名称 墓葬编号 时代 头向 规模（长、宽） 葬式 等级 其他

1

二里头

1984YLⅣM72 二期 ⅡB

2 1984YLⅣM93 二期 ⅡB

3 Ⅱ·ⅤM54 一期 北 1.50、0.60 仰身直肢 ⅡB

4 Ⅱ·ⅤM57 一期 北 1.20、0.50 仰身直肢 ⅡB

5 2001ⅤM1 二期 2.60、1 Ⅰ 墓中可能存在棺，并铺撒朱砂

6 2010ⅤM9 四期 1.50、0.47～0.58 Ⅲ

7  1987ⅥM43 二期 北 仰身直肢 ⅡB

8 1987ⅥM49 二期 北 2.20、0.55 仰身直肢 ⅡB

9 1987ⅥM20 三期 北 1.85、0.30 仰身直肢 Ⅲ 墓中铺撒朱砂

10 ⅥM7 三期 北 2.16、0.75 ⅡB
墓底铺有朱砂，且有木棺板灰

痕迹

11 ⅥKM6 四期 不明

12 1982ⅨM20 二期 南 仰身直肢 ⅡB

13 1982ⅨM8 三期 北 1.98～2.02、1.14～0.85 ⅡB

14 1963ⅤM202 二期 不明

15 1982ⅨM12 二期 南 1.80、0.50 仰身直肢 ⅡB

16 偃师商城 M26 二期 北 1.86、0.82～0.94 仰身直肢 ⅡB

17
南寨

M32 二期 南 1.70、0.65 仰身直肢 ⅡB

18 M25 四期 南 仰身直肢 ⅡB

19 东马沟 M8 二期 南 2.10、0.77 仰身直肢 ⅡB

20 稍柴 M10 二期 南 1.58、0.55 仰身直肢 ⅡA

    注：1.表中的空白表示墓葬的相关信息不详；2.墓葬随葬品情况已在前文详述，表中不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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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更大。

人类学的研究已表明，当不同文化传统

的人群在同一时间产生交集后，就会不由自

主地产生“我者”与“他者”的文化比较，

为了融入“他者”或强化“我者”，不同的

人群则会有意识地选择弱化或突显自身的文

化标识［49］。从上述论证来看，当这些岳石文

化人群来到二里头王国的核心地区，面对文

明高度发达的二里头文化，他们选择了融入

其中，这在墓葬特征中表现得极为显著。不

过，在融入二里头文化的过程中，他们并没

有完全抛弃“我者”的文化标识，而是在一

定程度上保留了能够映射其文化传统与身份

认同的器物。

四、岳石文化因素墓葬所见夷夏关系

尽管利用考古学文化辨识古代族群的研

究范式颇具风险，但这一做法在世界各地依

然盛行，尤其在那些历史悠久、族群名称有

案可稽的地方［50］。二里头文化与岳石文化所

代表的人群主体分别是传说时代的夏族群与

东夷族群，已成为考古学界的基本共识［51］。

故而，下面对于二里头遗址及周边发现的岳

石文化因素墓葬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

看作是对于夷夏族群互动模式的追溯。

在二里头遗址中，岳石文化因素在宫殿

区及周边区域皆可见到。除此之外，二里头

遗址常见的岳石文化因素墓葬常与二里头文

化墓葬共处于同一区域，呈现一种逝后杂居

的形态。考虑到二里头遗址“居葬合一”的

特殊聚落布局已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52］，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岳石文化因素墓葬背后

所代表的东夷族群，在生前同样与本地的夏

族群杂居共处。不过，虽然存在杂居现象，

但就当前二里头遗址的发现来看，岳石文化

因素墓葬所代表的人群在遗址特定区域也存

在聚居性。如1987年二里头遗址Ⅵ区的第三

次发掘共发现58座墓葬，其中辨识出了至少3

座岳石文化因素墓葬［53］，再加上1959～1978

年发现的2座，则Ⅵ区岳石文化因素墓葬共计

5座。1982年二里头遗址Ⅸ区仅发掘210平方

米，发现了19座墓葬，其中可辨识的岳石文

化墓葬就有3座［54］。由于相关简报仅公布了

少数几座墓葬信息，两区域拥有的岳石文化

因素墓葬实际可能更多。

从历时性的视角来看，二里头文化一

期，宫殿区就已发现了2座岳石文化因素墓

葬，表明岳石文化人群与二里头文化人群的

接触在二里头都邑营建之初就开始了，前者

极有可能参与了都邑的建设。二里头文化二

期，岳石文化因素墓葬不仅在二里头遗址内

分布最广、数量最多，而且开始出现在二里

头遗址之外。岳石文化因素墓葬2001ⅤM1属

于最高级别的Ⅰ级墓，它甚至与多座二里头

文化高等级墓葬共同埋葬于宫殿区3号基址庭

院使用时期的路土中［55］。显然，这一时期

应是夏族群与东夷族群交往最密切的时期，

可称之为两族群的“蜜月期”。二里头文化

三期，岳石文化因素墓葬的数量陡然减少，

这与同一时期整个二里头文化区内岳石文化

遗存的衰落趋势呈现出一致性［56］，应是夏族

群与东夷族群的疏离期。到二里头文化四期

时，二里头文化分布区内岳石文化因素遗存

成倍增加，分布范围也达到了最盛，但岳石

文化因素墓葬仍然较少。这一时期岳石文化

因素器物与下七垣文化因素器物共出频率与

融合现象增加，且包含两者的遗迹均开始破

坏二里头遗址宫城内的大型宫殿建筑［57］。因

此，可以肯定二里头文化四期时王国内发生

了剧烈的社会变革，东夷族群和夏族群开始

走向对抗的态势，而这极有可能关联到文献

中的夷商联盟灭夏事件。

从墓葬的总体等级来看，岳石文化因素

墓葬中处于中上阶层的Ⅱ级墓占绝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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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等级的Ⅰ级墓与等级较低的Ⅲ级墓均较

少见。可见，以这批墓葬为代表的东夷族群

实际生活在一种纺锤形的社会结构中，高等

级与低等级的人群均占少数。这与二里头文

化社会高等级贵族稀缺，越往下层人数越多

的金字塔形社会结构有着明显区别。由此，

可以认为二里头遗址及其周边的岳石文化人

群是能够获得较高财富与政治地位的，他们

在二里头王国的政治与经济生活中应当发挥

着重要作用。《左传》《墨子》《清华大学

藏战国竹简》等传世文献中都曾记载，以奚

仲、蜚廉、皋陶为代表的东夷族群，在夏王

朝的手工业生产、资源获取与国家治理等重

大事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并获得了较高的

社会地位［58］。二里头遗址及其周边岳石文化

因素墓葬在等级上的优位，以及其能够埋葬

于宫殿区内的事实，正是这一历史记忆在考

古遗存上的表现。

二里头遗址及周边岳石文化因素墓葬与

二里头文化墓葬在墓葬结构、墓向、葬式

和随葬品等特征上保持一致性，不见岳石

文化墓葬中的合葬、石块葬、随葬品极简

和墓葬不可分级等典型特征［59］，表明迁徙

至此的岳石文化人群已然接受了二里头文

化的丧葬制度。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岳石

文化因素墓葬出土的器物里，由岳石文化

人群利用自身制陶技术所仿制的二里头文

化陶爵、鬶等陶礼器占比最高，这与二里

头遗址中各类陶炊器占绝对优势的情况，

形成鲜明对比［60］。这在很大程度说明，

生活于中原腹地的东夷族群虽然坚持着自

身的饮食习惯，但在礼器选择上表现出对

夏礼的认同与钦慕。最近，方辉和赵永生

两位学者综合古文字、人骨病理考古、古

DNA等多种方法，论证了夷、夏族群虽在

坐姿行为所反映的礼制方面截然不同，但

却呈现出“用夏变夷”的整体趋向［61］，这

与本文的观察不谋而合。要之，从“夷夏

东西”到“夷夏融合”的历史转变，其背

后隐含了深刻的文化与礼制认同。

五、结  语

从二里头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辨识出的岳

石文化因素墓葬，弥补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岳

石文化墓葬发现的不足，更为从墓葬出发探

讨夷夏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墓葬随葬品中

刻意放置的岳石文化标志性器物表明墓主人

应是以岳石文化为代表的东夷族群。在这一

认识基础上，针对墓葬各方面特征的系统分

析，至少表明以下几点：第一，墓葬在二里

头遗址内的广泛分布及其与二里头文化墓葬

的杂处，揭示两大族群之间的深度融合；第

二，墓葬数量与等级的历时性变化显示，二

里头文化一、二期应是两大族群的和平共处

阶段，三期以后开始走向疏离，至四期时已

发展为对抗态势；第三，中高等级墓葬占比

较高的特点，说明东夷族群曾在夏王朝获得

过较高的政治与经济地位；第四，对二里头

文化墓葬制度的全面接受，以及对二里头文

化陶礼器爵、鬶的仿制，体现了东夷族群对

于夏礼的高度认同。这一系列认识不仅印证

或更新了文献中关于夷夏关系的记载，更为

探索中国早期国家“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路径提供了新的参考。

此外，二里头遗址及周边岳石文化因素

墓葬的发现，也带来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

问题。首先，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作为

二里头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发现了较丰富的

岳石文化遗存，相关遗址已达30余处［62］。然

而，在这一广阔的区域内，岳石文化因素墓

葬仅发现于二里头遗址及其周边地区，在文

化传播上呈现出极强的目的性，背后的动因

仍有待继续探索。其次，二里头文化与二里

岗文化均同岳石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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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整个中原地区发现的绝大部分岳石文化墓

葬均属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目前仅在新郑望

京楼遗址发现一座二里岗文化时期随葬锥足

陶鼎的墓葬，应属于岳石文化因素［63］。这一

情况表明，从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岗文化时期，

岳石文化代表的东夷族群与中原族群之间的互

动模式可能发生了重大转变。至于转变的具体

动因与表现形式，尚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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